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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自动化行政裁量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多元，算法权力扩张、异
化、寻租等风险愈发显著，对政府的算法治理造成了挑战。论文运用大数据分
析方法，对河南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事件的全国９３２８条相关微博文本进
行挖掘，发现公众对算法风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舆情的爆发性较强且情感值
较为负面，其中意见领袖是负面情感的主要引领者；公众关注度呈现高度的空
间聚集性，经济发达地区的关注度聚集性更强；两次赋红码事件的公众情绪有
显著的差异，且随着事件的演化，不同主体关注的焦点也呈现出高度的异质性。
基于分析结果，政府在自动化行政裁量中的算法治理依然面临较大挑战，需要
重点关注的方向包括：明晰行政裁量中算法权力的边界；减少自动化行政裁量
中因委托－代理关系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提升算法风险沟通的及时性和有效
性，避免公众消极态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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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开启了第四

次工业革命，开始迈入智能化时代（姜李丹、薛澜，２０２２）。算法已日渐嵌入人
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其影响力的广度、强度和精度在历史上都不曾出现
（邱泽奇，２０２２）。在“放管服”改革以及“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推动下，传

·５４·

 梁昕，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天颖，上海交通大
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复杂公共事务的跨组织与跨机构协同机制
研究”（７２１３４００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合供视角下城市居民低碳行为的演化机理
与政策仿真研究”（７２３７４１３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多源数据的大型公共建筑
中用能行为模式、机理与节能政策研究”（７１９０４１２４）。



统以人为主导的行政裁量逐渐转变为基于算法的自动化行政裁量，目前已广泛
应用于行政处罚、行政审批、行政给付和行政评级等领域（刘星，２０２２）。在此
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对算法进行赋权，使算法成为公权力的延伸；另一方面，
公民向算法让渡个人权利，导致了算法权力的扩张，深刻影响着公私“权力－
权利”的边界甚至重塑着国家与社会秩序（肖红军，２０２２）。

算法嵌入行政裁量可以实现技术赋能，显著提升行政裁量的效率和国家治
理效能；然而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算法风险，如算法“黑箱”、算法歧视、
算法垄断、算法操纵等（邱泽奇，２０２２）。特别是在行政裁量情境下，政府和算
法的实控者（如地方官员、程序员等）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算法“黑
箱”问题的存在，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从而引发代理人出于自身利益操纵算
法的道德风险问题，并可能给公民政治经济、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带来较大的
风险，甚至危害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孟天广、李珍珍，２０２２）。

近年来，算法风险治理的相关研究呈急剧上升的趋势，也取得了一系列研
究进展，主要集中在算法权力、算法伦理、算法透明等方面，并提出立法、行
政规制、行业公约和社会规范等治理手段（Ｇｒｉｍｍｅｌｉｋｈｕｉｊｓｅｎ，２０２３；Ｍｅｉｊ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然而，公民作为受算法权力影响的重要主体，关注公民算法风险感
知的研究却较为有限。相关研究也大多采用小范围调查问卷和心理量表测量结
合的方法，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探讨。尚缺乏基于大数据对公众
算法风险感知的探索，特别是缺乏针对行政裁量情境中，公众对算法风险感知
的异质性特征和动态演化趋势的研究。网络空间的公众舆论是分析公众认知、
态度和情感的重要手段，具有大样本、动态性和客观性的优势，目前已大量应
用于公众认知和情绪的研究中。
２０２２年，河南部分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被赋红码（以下简称“赋红码”事

件），人民网针对此事发表《赋“红”一时爽，后果必须扛》评论，引发了网
络舆论针对算法风险的广泛探讨。本研究基于微博平台上该事件的发文数据进
行挖掘和分析，描述了公众对于行政裁量中的算法风险感知特征，重点探讨了
风险感知的时空演化特征、多主体的异质性以及风险沟通中的话语体系差异。
通过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分析、空间分析等多种方法，本文尝试回答以下两个
研究问题：

第一，公众对行政裁量中算法风险的感知具有怎样的时空演化特征？
第二，不同主体在针对算法风险的沟通中呈现何种异质性特征及其动态演化

规律？

二、文献综述

（一）自动化行政裁量中的算法权力
算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应用场景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在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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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社会等层面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讲，算法是一种求解的逻
辑，即“为了解决一个特定问题或者达成一个明确目的所采取的一系列步骤”
（Ｄｉａｋ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１５）。在计算机科学领域，算法是一种较为狭义的概念，指利
用数学模型与计算机逻辑指令求解最优方案（Ｇｉｌｌｅｓｐｉｅ，２０１４），如决策树、神
经网络等都是机器学习的经典算法。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算法概念逐步超越
计算机科学的专业术语，拓展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泛指人机交互下进行系统
决策的一套机制（丁晓东，２０２０），如自动化判决、辅助决策等。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发展，算法无论是在人
群覆盖的广度，还是嵌入人类生产生活的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水平（邱泽奇，２０２２），逐渐彰显出“颠覆性的潜力” （凯伦·杨、马丁·洛
奇，２０２０），深刻影响了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行政裁量对算法的
依赖日益加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赋权于算法，这样就产生了“自动化行政裁
量”，即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支撑，按照一定的算法程序，
以半自动化或者全自动化的形式作出行政裁量，又称为行政裁量数字化（刘星，
２０２２）。行政裁量也由传统以“人”为中心的规则建构，转变为依托“算法”
进行裁量，形成人机协同的深度融合关系。

目前，自动化行政裁量已广泛应用于行政处罚、行政审批、行政给付和行
政评级等领域。在行政处罚方面，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电子交通监控系统，
对超速等交通违章实现自动处罚。在行政审批方面，２０１８年，深圳市推出“无
人干预自动审批”行政审批模式，自动核查申请人资料并决定是否通过。在行
政给付领域，我国也在贫困资格认定、贫困补助发放等领域进行了大量尝试。
在行政评级方面，２０２０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依法科学精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的通知》，鼓励公众使用动态健康码，其基于大数据和算法分析自动判
断健康风险等级，用“红码”“黄码”“绿码”进行标识。

随着行政裁量中算法的深度嵌入，大量判断裁决已交由算法执行，而看似
理性中立的计算结果隐藏着规则的施加，算法权力也相伴而生。算法权力是以
算法为工具实施的影响力或控制力（陈鹏，２０１９；赵一丁、陈亮，２０２１）。现有
文献对算法权力的形成机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张爱军、王首航，２０２０）。
一种观点认为，“算法即法律”（Ｌｅｓｓｉｇ，１９９９），代码建构了数字空间的规则，
与人类社会的制度具有同样的规制效应（Ｍｉｃｋｌ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而另一种观点
则认为，原生的算法权力仅存在于数字空间中，而通过人类的“赋权”，算法才
获得了影响人类社会的权力。

（二）算法风险
随着算法权力在行政裁量中的日益扩张，其带来显著收益的同时也伴随着

巨大的风险。现有文献对算法风险已有不同视角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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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一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宏观角度出发，学者提出了“算法利维坦”的概念
（张爱军，２０２１）。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日渐依赖算法，如果无法约束算法权
力的膨胀，很可能演化成“算法利维坦”，成为绝对权威，使公民、国家、社会
的运行制度发生异化。二是从政府与公权力的视角出发，政府赋予算法的权力
也可能被算法的代理人用于谋取私利，甚至进行社会控制和政治权力再生产
（孟天广、李珍珍，２０２２）。由于算法生产的专业性，政府无法直接生产算法，
而是通过代理人（包括算法开发者、设计者、部署者和应用者等）进行算法的
设计、部署和维护（肖红军，２０２２）。代理人可能有意地操纵算法牟利（张婧
飞、姚如许，２０２２）。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算法“黑箱”问题的存在，
政府和公众不但很难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过程监督，甚至对行为结果的监督也
非常困难。这个过程就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三是从公
民个体角度出发，算法权力与公民权利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算法权力的扩张意
味着公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被侵蚀，给公民的权利保障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不同于传统风险，算法风险具有较强的独特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广泛性，中国互联网接入人口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计算，几乎全部人口均
受到算法的影响。算法风险触及的广度是传统风险不曾出现的（邱泽奇，
２０２２）。其次是深入性，由于算法权力是公权力的延伸，其带来的影响也可以深
入至公民自由权、平等权等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以美国“卢米斯”案为例，法
官参考ＣＯＭＰＡＳ系统计算的结果判处卢米斯６年有期徒刑，引发了算法是否会
干预司法公正的激烈争论。再次是隐蔽性，由于算法的专业性和信息的严重不
对称性，算法的代理人可以非常隐蔽地修改代码，使算法附加部分代理人的利
益。面对算法“黑箱”，政府和公众都很难实现透视，甚至当算法被篡改时毫无
察觉。最后是综合性，在自动化行政裁量过程中，人和算法是深度绑定交互的
共同体，因此当问题和风险产生的时候，很难准确地进行归因，很难判断是人
的问题、算法的技术问题还是两者交互产生的问题。由于原因的综合性和复杂
性，算法风险治理往往难以确定责任主体。

有关算法风险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治理、公共部门组织和个人层面三
个维度展开。一是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说，算法风险的产生对社会公平正义产生
负面影响。以２０１６年美国大选为例，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虚假信息成为私人达到
政治目的的工具（Ｎｇ ＆ Ｔａｅｉｈａｇｈ，２０２１），在危害使用者隐私的同时，影响到了
社会公平的核心价值。此外，当算法被用于如社会信用评分、犯罪风险评级等
对公众进行评价的系统时，出现的系统信息泄漏、信息错误等风险会影响到社
会的稳定（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０）。二是从公共部门的视角出发，政府采用算法行政裁
量产生的偏差会对公共部门的信任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例如，当政府用于检
测福利欺诈的人工智能系统失灵，福利欺诈事件层出不穷时，公众对政府的信
心会受到严重打击（Ｂｏｄｏ ＆ Ｊａｎｓｓｅｎ，２０２２）。三是从个人层面展开讨论，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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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人员招聘、警务预测等自动化裁量系统中涉及性别、种族等特征的歧视
风险，显著影响到个人的权益。例如，加拿大的犯罪评估方法因为对黑人和土
著囚犯的系统性偏见而饱受批评（Ｚａｊｋｏ，２０２１）。

（三）算法风险感知及其影响
随着算法深度嵌入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垄

断、算法剥削等（张恩典，２０２０）各种算法带来的负面影响屡见报端，使公众
的算法风险感知日渐强烈。传统风险研究一般认为风险是客观意义上不利后果
与发生概率的乘积，而大量研究也表明，人对风险的认知并不是完全客观的，
也是基于人们的认知、经验等主观的建构（Ｆｉｓｃｈｈｏｆｆ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８）。Ｓｌｏｖｉｃ
（１９８７）认为，风险感知是人们依靠自身的直觉与经验对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进
行判断与评估，并产生对风险的认知与态度。算法风险感知可定义为公众因算
法技术的应用而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以及后果严重性（刘春年等，２０２３），包括算
法焦虑感知（查道林等，２０２２）、算法歧视感知（ＡｌｏｎＢａｒｋａｔ ＆ Ｂｕｓｕｉｏｃ ２０２３）
和算法控制感知（裴嘉良等，２０２１）等多重研究维度。

现有研究已经对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的风险感知做出
了探索，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感知的测量，包括公式化测量、社会
文化测量以及心理测量三种方式。其中，心理测量应用最为广泛，主要通过问
卷调查，利用心理学的测量指标来评估公众对风险的感知（Ｓｌｏｖｉｃ，１９８７）。二
是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传统的心理测量范式强调风险感知受到个体属性和心
理因素的影响，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经历、心理距离等。在此
基础上，学者们逐渐认识到风险感知不仅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还受到社会环
境的影响。由此发展出风险的文化理论，将社会文化因素，如文化背景、价值
观、社会规范、信任等变量纳入风险感知的研究之中（Ｄａｋｅ，１９９１）。

公众风险感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风险治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动，
例如公众对人工智能的风险感知可能影响到技术接纳和公众参与。此外，由于
在行政裁量的情境下，算法是公权力的延伸，与政府深度绑定，公众对算法的
风险感知也会发生外溢，进而影响政府信任，从而改变政府－公民的二元关系，
是算法风险治理中的重要因素（贾开、薛澜，２０２１）。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已对行政裁量中的算法权力和算法风险进行了丰富的
探讨，但仍有以下不足。一是已有文献对算法风险的探讨大多为自上而下的视
角，从公民视角出发分析算法风险感知则相对较少；二是公众算法风险感知研
究多采用调查问卷，缺乏基于大样本数据的探讨；三是现有针对算法风险感知
的研究大多为静态截面研究，缺乏对风险感知动态演化以及多主体异质性特征
的分析。本文基于大数据的视角，结合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算法，可以
解释大样本下公众风险感知特征与演化规律，在理论上可以拓展风险感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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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范式，在实践上有助于为政府的算法风险治理提供更加精准的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案例背景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３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馈称，多名前往郑州沟通村镇银行

的“取款难”储户被赋“红码” （魏少璞，２０２２），此事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７日，郑州市纪委监委启动调查问责程序。６月２２日，郑州市发
布关于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问题调查问责情况的通报。据统计，共有
１３１７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４４６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８７１人
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彭静、王欲然，２０２２）。
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人民网评论文章《又现红码，河南怎么了？》再次冲上微博热
搜，一些人在山东、辽宁等地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再次向媒体反映称，自己的健
康码再次被远程赋“红码”。当日，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回应称，由于系统升级过
程中出现技术问题，晚８时已全部恢复正常。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１日，河南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公告，对涉事客户本金开展先行垫付工作。至此，该事件进入尾声。

本文选取“赋红码”事件作为本文研究案例的原因有如下两点。一方面，
该事件中自动化行政裁量直接影响了公民的权利，引发公众强烈的风险感知，
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是一起典型的行政裁量中算法风险的案例；另一方面，
“赋红码”事件具有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网络讨论高潮，可以基于网络大数据聚焦
该案例进行大样本、动态性的分析。

（二）数据收集
本研究第一轮数据收集以“健康码”为关键词爬取了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发布的微博，共计３３８９０条，并在此基础上对涉及“赋
红码”事件的微博进行筛选，因此在第二轮数据收集中，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
筛选出与案例高度相关的微博，并同时爬取了每条微博下对应的评论内容。因
此，数据包括了与该事件高度相关的微博主帖以及所有相关评论。最终从新浪
微博平台收集有效微博６１０８条及评论内容共３２２０条，抓取１２项数据特征值，
包括：（１）微博内容；（２）微博识别信息：ＭＩＤ、ＩＤ等；（３）用户识别信息：
ＵＩＤ、Ｕｓｅｒ Ｎａｍｅ等；（４）用户特征信息：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等。

（三）数据挖掘
１ ． 信任度与情感分析
本研究依据微博推荐系统的指标，结合安璐和徐曼婷（２０２２）的信任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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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将微博内容情感得分和微博评论情感得分同时纳入考虑，综合计算每
条微博的综合情感值。每条微博Ｗ获得的综合情感得分计算方式如式（１）所
示，其中θ１、θ２通过熵值法确定取值。

Ｔｒｕｓｔ ＝ θ１ ｔｒｕｓｔ＿ｍ ＋ θ２ ｔｒｕｓｔ＿ｃ （１）
其中，Ｔｒｕｓｔ是单一微博整体信任度，ｔｒｕｓｔ＿ｍ是单一微博内容信任度，ｔｒｕｓｔ＿ｃ

是该微博对应的评论内容信任度。
ｔｒｕｓｔ＿ｍ ＝ ｓｅｎｔｉ＿ｍ × ｌｎ （ｍ＿ｌｉｋｅ ＋ ｍ＿ｔｒａｎｓ） （２）
ｔｒｕｓｔ＿ｃ ＝ｓｅｎｔｉ＿ｍｉ × ｌｎ （ｃ＿ｌｉｋｅｉ ＋ ｅ） （３）
式（２）中，ｓｅｎｔｉ＿ｍ是该微博内容的情感得分，ｍ＿ ｌｉｋｅ是该微博内容的点赞

数，ｍ＿ｔｒａｎｓ是该微博内容的转发数；式（３）中ｓｅｎｔｉ＿ｍｉ是该微博第ｉ条评论的
情感得分，ｃ＿ｌｉｋｅｉ是该微博第ｉ条评论的点赞数。

需要说明的是，ｓｅｎｔｉ＿ｍ代表微博用户对这一话题的情感表达，由于用户的
点赞和转发代表着更多人对这一情感表达的认可，因此将点赞和转发两个因素
纳入微博内容情感值计算范围；在社交网络中，计算综合情感得分需要同时考
虑用户的微博内容收到来自其他用户的正面和负面反应的数量（Ａｓｉ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故而单一微博的评论内容情感值是每条微博的评论区所有正向情感和负
向情感之和。
２ ． 空间分析
有研究指出，由于网络舆论的形成会受到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文化、认知的

影响（罗植等，２０１２），因此，网络舆论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本研究
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中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方法，对微博的空间特征进行探究。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是对整个区域的空间
特征进行描述，通常采用莫兰指数来测度区域整体上某一属性的空间聚集程度
（谌志群、鞠婷，２０２０）。计算模型如下：

Ｉ ＝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ｗｉｊ （ｘｉ － ｘ）（ｘｊ － ｘ）
Ｓ２ ｎ

ｉ ＝ １
ｎ
ｊ ＝ １ｗｉｊ

（４）
式（４）中，Ｉ是莫兰指数，ｎ是研究对象的数量，ｘｉ 是空间单位ｉ的属性

值，ｘｊ是空间单位ｊ的属性值，ｗｉｊ是空间权重矩阵，Ｓ２ 是观测值的方差，ｘ是观
测值的平均值。Ｉ的值在－ １到１之间，当Ｉ的值大于０，意味着空间正相关，变
量呈现出空间的聚集模式，Ｉ值越大，聚集程度越大；当Ｉ的值小于０，意味着
空间负相关，变量呈现出空间的离散模式，Ｉ值越小，离散程度越大；当Ｉ的值
等于０时，表示空间不相关。
３ ． 词汇分析
第一，词汇密度。在对文本内容进行分析的时候可以发现，具有一定词汇

存储量的作者会偏爱使用一些特定词汇，作者的词汇量能够反映在词汇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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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中，因此，词汇的分布频率可以应用到不同类别作者的比较分析中。词汇
密度（ｌｅｘ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作为一个语言特征，最早由Ｕｒｅ （１９７１）提出，词汇密度
是文中的实词数量与单词总量的比值。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１９８５）在Ｕｒｅ的基础上提出了
新的计算方法，认为词汇密度是词项数量与篇章小句总量的比值。

第二，词汇变化性。词汇变化性，也称词汇多样性（ｌｅｘ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是反
映篇章作者词汇丰富性的一个语言特征，通常用来测量篇章词汇的适用范围或
种类，词汇变化性越高说明用词范围越广；反之，词汇变化性越低，说明用词
范围越窄，篇章词汇重复率高。本研究采用Ｄｕｇａｓｔ提出的更为复杂的Ｕｂｅｒ ｉｎｄｅｘ
测量方法（张艳、陈纪梁，２０１２），相比传统的ＴＴＲ计算方式更加精确，且不会
受到文本长度的影响（Ｖｅｒｍｅｅｒ，２０００）。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Ｕｂｅｒｉｎｄｅｘｕ ＝ （ｌｏｇ Ｔｏｋｅｎｓ）２
ｌｏｇ Ｔｏｋｅｎｓ － ｌｏｇ Ｔｙｐｅｓ （５）

４ ． 内容主题分析
文本分析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材料，但对于海量微博内

容已经无法采取手工编码的方法，因此本研究采取ＬＤＡ （Ｌａｔｅｎｔ 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模型进行内容主题分析（Ｔｏｌ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四、研究发现及讨论

（一）算法权力与算法风险的生成逻辑
基于海量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的自动化行政裁量具有传统方法无可比拟的

优势。从政府视角出发，算法为政府进行技术赋能，显著地拓展了政府的行政
能力。从公民视角出发，基于自动化行政裁量的效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例
如，在算法辅助下，一半以上的行政许可事项平均时限压缩超过４０％ （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２０２２）。

由于自动化行政裁量的巨大优势，应用不断推广和深入，加强了政府对算
法的行政赋权和个人对算法的权利让渡，在两者共同作用下产生了算法权力，
如图１中阶段一所示。一方面，算法权力来源于公权力的延伸，政府的行政赋
权范围决定了算法权力的大小。以健康码为例，如果健康风险判断的算法仅在
数字空间完成运算和结果的呈现，并不会对公民个体及社会产生影响。然而，
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赋权（例如针对不同级别健康码制定管控措施，使其成为
个人获得出行、复工等资格的必要证明），健康码的算法便有了直接影响居民行
动的权力。另一方面，算法权力也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例如，在健康码的
使用中，公民让渡了隐私权等，使算法权力进一步扩张，重塑了公私“权力－
权利”的边界（如图１中实线所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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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行政裁量中算法权力与算法风险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自动化行政裁量情境下，算法权力由于其人机深度融合的特点，形成了

一种新型的行政权力，具有独特的广泛性、精准性与责任模糊性等特点。传统
的行政权力有明确的权力边界，但由于算法“黑箱”问题的存在，政府和算法
的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代理人可能通过干预算法，逾越权力
边界牟利，导致算法权力的异化，进而导致算法风险。传统行政权力有明确的
赋权机制，权责对应，责任主体清晰，但算法问题的归因十分困难（张婧飞、
姚如许，２０２２）。这使得算法权力的滥用更加隐蔽，也给算法权力的治理带来更
大的挑战。在“赋红码”案例中，部分代理人干预算法，给不符合条件的人群
赋红码，算法权力的异化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导致了公众对算法风险的广
泛舆情（如图１虚线所示路径）。基于此，以下通过大数据分析对算法权力及其
带来的新型的风险进行深入的剖析，主要包括空间特征分析、时间特征分析以
及多主体异质性分析三部分。

（二）“赋红码”事件中公众舆情的空间特征分析
１ ． 数量与信任值空间特征分析
空间特征分析结果显示，对该事件讨论最集中的区域为河南省、北京市、上

海市等。河南省作为事件的发生地，当地的网友对这一事件高度关注。北京作为
国家的政治中心，人民网等政府和媒体网络账号集中于北京，因此北京地区的微
博讨论也位居前列。此外，江浙沪沿海地区网友对该事件的关注度也很高，说明
东部发达地区的公众对算法权力和算法风险的关注度较高，也印证了经济高水平
城市在网络空间上保持较高的优势度的研究结论（丁志伟等，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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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情感值的分析结果显示，“赋红码”事件导致全国几乎所有省份的民众都
产生了对政府算法权力和算法风险的负面感知，综合情感值较低，证明当政府算
法系统出错时会对民众的信任和情感产生较大伤害（Ｂｏｄｏ ＆ Ｊａｎｓｓｅｎ，２０２２）。然
而，情感值最低的地区并不是“赋红码”事件的发生地河南，而是浙江省和辽宁
省，这和涉事人员的地区分布相一致。从《人民日报》公布的数据来看，涉事的
储户中有４４６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８７１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
州场所码被赋红码。因此，对“赋红码”事件产生较为严重消极情绪的并非仅是
事件的发生地河南的民众，而且包括诸如浙江省等外地储户大量分布的地区。
２ ． 莫兰指数分析
根据微博数量分布计算莫兰指数并绘制散点图，如图２所示。微博数量分布

的莫兰指数为０ ０３１，结合散点图分布和莫兰指数值，表明微博的数量分布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正向的空间自相关性，存在空间聚集的现象。典型如上海市、山东省
和江苏省整体数量分布呈现出明显的高高聚集的趋势，说明东部沿海地区等经济
较为发达的地区网络使用的聚集性较高（丁志伟等，２０２２），这也是这些地区对
“赋红码”事件的关注度更高的原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贵州省等
地区由于经济发展、信息化水平等自身条件相对较弱，互联网综合设施发展较慢，
整体对网络舆论的关注度较低。北京市和河南省虽然微博数量较大，但聚集效果
不够显著，是因为其邻近的山东省、河北省和江苏省的数量位于１００—５００条区
间，与北京市和河南省１０００条左右的数量差距较大，无法形成高高聚集的态势。

图２　 微博数量的莫兰散点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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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赋红码”事件中公众舆情时序演化特征分析
１ ． 演化阶段和传播趋势
依据“赋红码”事件过程中的政府和官方媒体信息发布，以及整个事件不

同时期的公众参与度和传播效率差异，本研究以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３日为事件的开
始节点，将事件发展划分为爆发期、第一段高峰期、停滞期、第二段高峰期以
及衰亡期五个阶段（见图３），分别观察在政府或者官方媒体发布信息后，微博
相关主题内容的传播趋势和传播效力。

图３　 微博数量和信任度的时间序列折线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由于“赋红码”事件的爆发期较短，并很快进入了高峰期，因此本研究将

两个阶段合并讨论。爆发期与第一段高峰期，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６月１３日至２６
日，起因是６月１３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对“赋红码”事件发文，赋红码问题第一
次进入微博网友视野，随即引发大量舆论关注，单日相关微博数量最高达到９００
条。可以看出，突发事件对形成网络舆论热点话题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刘自
强等，２０２３），相对应的是这个阶段网友对该事件的情感值也达到了最低值，整
个舆论对健康码的自动裁量结果呈现较为负面的反馈。６月２２日，郑州市发布
关于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问题调查问责情况的通报，这样的官方机构回
应更容易刺激网络舆情话题热度的快速提升（刘自强等，２０２３），再次引发了６
月２３日一波较小的讨论波峰。

第二阶段为停滞期，时间是２０２２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该阶段赋红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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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微博数量增长缓慢，综合情感值虽还处于负向的状态，但相对平稳，民众并
没有出现极端负面情绪。

第三阶段为二次爆发期，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到７月１２日。７月８日人
民网在微博发布了一篇名为《又现赋红码，河南怎么啦？》的帖子，该帖子的转
发量、评论量和点赞量分别达到了５ ２万、１ ２万和１２ ２万，官方媒体的回应
导致有关“赋红码”事件的热度急剧上升（马续补等，２０２０）。虽然微博数量
接近于第一阶段，但不同的是，此阶段公众的情感值并没有出现骤然下降。一
方面，由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８日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进行了官方回应，称由于系统
升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健康码异常，并称在晚上８时已经恢复正常；
另一方面，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１日，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公告表示，会对无法
兑付的客户本金开展先行垫付工作。无论是政府的回应速度还是解决问题的有
效性都较第一次爆发期显著提升，因此公众的情感波动较小，没有产生剧烈的
下降。

第四阶段为衰亡期，时间为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日之后。在经过短暂的二次爆发
期后，相关微博数量进入平稳状态，每日数量基本在２０条左右徘徊，这一事件
的讨论热度逐渐下降。
２ ． 不同阶段的主题演化分析
本研究利用ＬＤＡ算法对“赋红码”事件的不同阶段进行了主题分析，结果

如图４所示。

图４　 各阶段微博内容聚类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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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期与第一阶段高峰期的舆情可聚类为７个主题。其中，卫健委的调查行
为和调查结果受到了最多网友的关注，是对舆情事件较为宏观的讨论（曹树金、
岳文玉，２０２０）。此外，占比第二高的主题是民众向政府进行投诉的讨论，反映
出民众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张博，２０１６），通过投诉的方式达到与政府主动交
流的目的。

第二阶段虽然舆情暂时处于停滞期，但民众主题的焦点会关注到一些相关
的衍生话题，产生涟漪效应（丁乐蓉、李阳，２０２３）。从侧面体现公众在“赋
红码”事件后对地方政府基于算法的自动裁量行为产生了消极情感态度，对算
法风险的恐惧等负面情绪远超过对算法带来便利的正面感知，对政府的自动化
裁量行为的评价较为负面。

在第三阶段，舆论主要关注的是红码再现和系统切换导致红码两个主题，
一个是对红码再次出现这一现象的讨论，关注度最高；一个是对政府回应结果
的讨论。从两个讨论主题可以看出，在第三阶段，地方政府针对“赋红码”的
回应是非常迅速的，民众对问题本身的讨论和对政府解决方法的讨论几乎在同
一时间发生，说明政府风险沟通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了舆论传播的特征。
既有研究也指出，政府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网络舆论时，及时透明的信息
有助于负面舆情的减弱（胡象明、刘腾，２０２３）。

在第四阶段，舆论对“赋红码”事件本身的讨论占比下降，关注焦点转移
至其他地区的健康码赋码使用的讨论，说明在舆论衰退期，容易产生与原始事
件相关度不大的衍生话题（陈婷等，２０１６）。但从内容主题来看，公众认识到算
法权力的滥用会侵害公民个人的权利，使公民对自动化裁量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更关注不同地区的健康码判定的规范性。

（四）风险沟通中多主体异质性分析
１ ． 不同主体的演化特征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新浪微博中的五大类用户作为研究对象，即普通公众、意见

领袖、行业专家、新闻媒体和政府机构。普通公众是指非认证的个人微博账号，
包括所有在微博上进行发言的个人网友；意见领袖是指粉丝数量超过１万人、
具有一定关注度和活跃度的个人账号（栾轶玫、张雅琦，２０２０）；行业专家指微
博认证的律师、法官等在某一行业较为权威的个人账号；新闻媒体是指官方注
册的具有新闻媒体资质的账号，如人民网、新华网等；政府机构是指政府的官
方账号，如郑州发布等。普通公众、意见领袖和行业专家皆为自然人账号，新
闻媒体和政府为机构账号。

从发文数量上来看（见图５），所有用户都对“赋红码”事件投入了相当的
关注度，不同主体发文量随着时间总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普
通公众的微博数量最多，单日发博量将近９００条，是网络讨论的主体；意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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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度也较高，意见领袖与公众的关注通常是呈现高度相关性
（汪翩翩等，２０２０）。此外，政府机构作为政府官方发言渠道，会考虑到政府官
方发言会对社会公众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师硕、王国华，２０２２）。

从情感值变化来看（见图５），“赋红码”事件后各主体均产生了较为负面
的感知，特别在第一阶段，负面情感的绝对值为前期的５０００倍左右。具体来
看，事件中负面情感最严重的是意见领袖，其负面情感值约为官方媒体的２０００
倍，是负面情感的主要来源，在舆情演变和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
和推动作用（刘迪、张会来，２０２０）。普通公众在事件中的舆论则较为温和，相
比意见领袖，其负面情感的波动并不剧烈。行业专家和新闻媒体则从更专业的
角度对“赋红码”事件涉及的算法风险进行了探究，呈现出正向的情感值，显
示了主流专家和媒体对政府健康码的自动化裁量持积极的态度，传达出此次
“赋红码”事件归因于算法代理人的看法，可以通过解决算法应用中的委托－代
理问题来进行治理，有助于化解普通公众的部分负面情绪（赵晨阳等，２０２１）。

图５　 不同主体的微博数量和综合情感值的时序演化
注：（５ａ）政府机构；（５ｂ）行业专家；（５ｃ）新闻媒体；（５ｄ）普通公众；（５ｅ）意见领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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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不同主体的话语特征分析
第一，不同主体的词汇密度比较。为有效比较各主体的组间差异，本研究

对各主体的词汇总数、频次、句子总数等方面进行数据测量，进而获得不同主
体的微博文本的词汇密度。本研究同时采用Ｕｒｅ和Ｈａｌｌｉｄａｙ的测量方法，分别计
算各行业的词汇密度，统计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主体微博内容词汇密度及多样性
主体类别

普通公众 行业专家 意见领袖 政府机构 新闻媒体
词汇密度（Ｕｒｅ） １ ８６％ ０ ６０％ ０ ５９％ ６ ２３％ ０ ４７％

词汇密度（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４２ ７１％ １６ ３８％ １７ １０％ ９５ ９３％ １４ ８１％

词汇变化性 ５３ ２８ ４８ ３６ ４５ １７ ４２ ７１ ３８ ３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第二，不同主体的词汇多样性比较。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普通公众的词

汇变化性最大，说明文本内容的异质性最强；政府机构的微博文本内容词汇变
化性最小，说明内容一致性最强，这与不同主体的发言特征相一致。普通公众
对“赋红码”事件有着高度异质性的表达，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视角都在网络
空间碰撞，是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扩散者和讨论推动者。政府机构账号作为政
府部门在微博上的直接发言渠道，其微博内容代表政府对“赋红码”事件的官
方态度，不附加任何的评论和解释。行业专家、意见领袖和新闻媒体三个主体
的异质性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其中行业专家发表意见的异质性位居第二，体
现了专家群体对该事件也呈现出较为异质性的观点，对行政裁量中的算法权力
与算法风险的认识尚不统一。
３ ． 不同主体关注焦点的聚类分析
本研究使用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对不同主体的微博内容进行聚类分析，获得主题词

和含有主题词的观点，归纳不同主体的舆论焦点（见表２）。各主体共同关注的
焦点为“赋红码”事件的处理办法；同时，政府机构和意见领袖共同关注到了
算法权力滥用的问题，希望地方政府对公众有关算法的决策和运用给出具体解
释，政府机构独特的政治背景和意见领袖自我的观点输出都能有效引导舆情发
展方向（赵晨阳等，２０２１）；此外，政府机构和新闻媒体聚焦于算法嵌入行政裁
量的风险，如健康码数据库信息泄漏的问题，意识到“赋红码”事件并非孤立
的，本质是算法带来的风险问题；政府机构、新闻媒体与意见领袖的焦点一致
性说明了以政府机构和传统媒体为代表的官方话语，与以普通大众和精英个体
为代表的民间话语逐渐走出了“对抗”角色（何舟、陈先红，２０１０），两种话
语空间开始逐渐产生交叠，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汪翩翩等（２０２０）的舆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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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主体舆论焦点的聚类分析
发博主体微博数量（条） 舆论焦点 舆论焦点占比（％）
政府机构 １４７ 郑州启动问责程序 ４５ ５７

绝对不允许健康码数据库有泄漏风险 １６ ３２

卫健委接到储户举报 １４ ２８

核酸阴性但健康码被赋红码 ５ ４４

赋红码相关视频显示红码是人为导致 ４ ０８

权力滥用问题需要给公众交代 １１ ５６

普通公众 ３７８１ 人民网评健康码变红 ４４ ８０

河南村镇银行“赋红码”事件 １９ ３９

郑州的防疫管理工作 １０ ８４

外省入豫的健康码会自动变成黄码 ８ ７８

意见领袖 １６４５ 咨询工作人员赋红码情况 ２０ ３６

河南省纪委接到赋红码举报 １４ ２８

疫情防控决不允许破坏规则 １２ ５２

外省旅客入豫健康码变黄码 ８ ５７

权力滥用需要给出说法 ４ ９８

行业专家 ４９ 村镇银行“赋红码”事件 ７３ ５０

疫情防控需要国家依法管理 ２６ ５３

新闻媒体 ３８３ 问责调查程序启动 ２６ １１

卫健委接到赋红码举报 １７ ４９

决不允许泄漏健康码数据库 １４ ８８

行程未经过郑州市但显示红码 ８ ０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随着自动化行政裁量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多元，在政府的行政授权与公民

的权利让渡双重作用下，导致算法权力扩张、异变、寻租等风险。本文针对具
有典型性的“赋红码”事件，利用大数据、自然语言处理、空间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对网络舆论进行分析，探究公众在该事件背景下算法风险感知的特征及动
态演化的过程。本文主要发现如下。

首先，公众对算法风险高度敏感。两次“赋红码”事件于网络曝光后，舆
论都在２４小时内迅速发酵，关注量剧增。对于可能侵害到自身基本权利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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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公众展现出高度的敏感性。但两次“赋红码”事件的舆论情感值差异较
大，第一次出现了情绪的低谷，而第二次的负面情绪波动相对平稳。细分至不
同主体，意见领袖的情感值最为负面，是引领负面情绪的关键主体。反之，专
家和媒体在过程中则呈现出正面的情感。从空间角度看，网络舆论具有高度的
空间聚集性，除了事件发源地河南，北京和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对该事件
的关注度也更聚集。从时间角度看，事件发展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公众关注的
主题也发生了演化。不同主体关注的主题有显著的差异，普通公众更加关注事
件的问责，政府和媒体则聚焦于权力滥用，意见领袖则关注到地方政府对算法
的授权。

其次，对比其他舆论事件产生的风险感知。本研究发现，算法风险与其他
舆论事件产生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差异。一是覆盖范围更广泛。传统舆论事件具
有显著的区域聚集效应，一般事件当地舆论较为集中，随着距离增加呈衰减趋
势（刘耀辉等，２０２２）。本研究的结果发现，算法风险事件的覆盖范围远超传统
风险事件，并且不随空间距离衰减。二是影响更深入。算法权力是行政权力的
延伸，因此算法风险带来的权利侵害相比于其他风险具有更大威胁，引发的算
法风险感知也更加强烈。三是较强的隐蔽性。面对算法“黑箱”，民众很难对算
法背后机制进行透视。以“赋红码”事件为例，许多上访公民开始在健康码变
红时并未发现问题，以为是因为轨迹重合存在健康风险。后来舆论曝光才逐渐
发现健康码存在问题，此时该问题已经隐蔽地存在了一段时间。四是风险归因
模糊。传统行政权力有明确的赋权机制，权责对应，责任主体清晰。而算法权
力则因为人机深度绑定，无法准确归因（Ｚｈ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以“赋红码”事
件为例，关于归因引发大量的舆论争论。

从“赋红码”事件全国微博数据的分析挖掘，我们可以看出，政府在算法
风险治理方面依然面临较大挑战。首先，行政裁量中算法权力的边界尚不清晰。
算法权力来自于政府的行政赋权与公民的权利让渡，在这一过程中公私“权
力－权利”的边界被重塑。旧的边界已被打破，而新的边界无论是明确的法律
法规还是隐性的社会规范都尚未建立，容易出现个人主体性的丧失和正当的法
律程序被架空的风险（赵宏，２０２３）。其次，自动化行政裁量中的委托－代理关
系很可能导致道德风险和权力寻租（廖晓明、徐文锦，２０２１）。而算法“黑箱”
问题的存在，加剧了算法代理者的道德风险和权力寻租问题。“赋红码”事件就
是典型的案例，本应用于防疫的健康码被地方政府中少数代理人滥用，产生严
重的负面后果。如果算法的委托－代理问题得不到很好的治理，代理人的道德
风险问题仍会不断重演。最后，关于算法风险的沟通仍需进一步优化。从两次
“赋红码”的舆情演化来看，虽然关注度和讨论量相接近，但是第一次“赋红
码”的负面情感波动较为剧烈，而第二次则显著平缓。因为政府在第二次“赋
红码”问题出现当天就与公众进行了风险沟通，公示了问题原因及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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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政府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及时向公众传播真实且有效的信息是正确
的风险沟通方式，可以提升公众信任，避免消极态度的产生（丁博岩等，
２０２３）。

本文以“赋红码”事件为典型案例，利用微博大数据探索公众对自动化行
政裁量中算法的风险感知，对算法风险的研究方法和系统认知具有理论贡献。
同时，研究结论对行政裁量中的算法风险治理也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为政
府在算法风险治理上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持，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本文的主
要局限在于，现有大数据文本分析仍停留在算法风险感知的时间、空间、异质
性等特征描述上，而对算法风险的产生机制与治理逻辑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是下一步主要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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